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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首”标注看中古文集的编纂与抄印转换∗

许 开 彦

　 　 内容摘要:中古集部文献中,在目录与内文篇题之下标注首数、即使

“一首”者也不例外,是一种广泛存在的体例。 考察传世中古文集的古写

卷及宋刻本可知,“一首”标注应当从属于文集目录中的计数体系,与文

集编纂流程中的数目统计行为密切相关。 宋代以降由于编集风习的嬗

变、雕版印刷的兴起等因素,旧集中的“一首”标注被大量删削,形成今日

所习见的仅标“二首”及以上的体例。 通过考察“一首”标注的历史,可以

窥见中古文集计数与编纂的活态,亦有助于深入理解集部文献在抄印转

换过程中的体例变动。
关键词:“一首” 　 集部文献　 抄印转换　 目录　 计数

引言:《文选》“一首”标注的脱落

敦煌卷子 P. 2543 白文本《文选》中,《王文宪集序》标题为《王文宪集

序一首》①。 然而,后世《文选》 的传刻中,并非所有版本都一遵古本旧

式。 例如宋刊赣州本、建州本两种六臣注《文选》中,此文的标题都仅作

《王文宪集序》②,敦煌本中原有的“一首”标注在刻本中消失不见了。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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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古诗歌史开端之重省:汉魏

诗歌经典化研究”(22JJD750020)阶段性成果。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5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253 页。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编委会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

汉籍选刊》第 159 册《文选(赣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72 页。 萧统

编,李善、吕延济、刘良等注:《六臣注文选》卷四六,影印建州本,《四部丛刊初编》
第 313 册,上海书店,1989 年,叶二十八。



六臣注本外,李善注本系统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例如《辩命论》,敦煌所

出白文本标题作《辩命论一首》①,而在宋代尤袤刻本中,篇题下的“一

首”已经脱落,仅作“辩命论”三字②。
由此可见,《文选》的体例与面貌在唐宋之际的写刻转换中已经多有

羼乱,“一首”标注的脱落正是看似微小而实则关联甚大的一例。 一些校

理《文选》的前代学者,如胡克家③、黄侃④、斯波六郎⑤等已经对“一首”
相关的体例问题有所提及,然而这些意见仅限于《文选》一书的局部文字

校勘,而与更具普遍性的集部体例问题无涉。 事实上,宋代以来在刻本的

语境下对集部文献形成的种种固定认知直到今天仍然深深遮蔽着我们对

写本时代文集的理解,由上揭《文选》中脱落“一首”的现象出发,可以引

出众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学界今日熟悉的编集体例是在同题多首的标题

下注明“二首”“三首”或更多的数目以示区分,而仅有一首者并不需要额

外的标注,这几乎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常识。 但《文选》的情况却提醒我

们,这一“常识”并非超历史的存在,而一定是某种演变之后方始形成的

结果。 由此引发的疑问是:中古集部文献中“一首”的标注是否可以视作

普遍存在的体例? 如果是的话,这一体例形成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又为

什么在近世的文集中隐而不彰? 这是否关系到不同时代文集编纂的一

些本质差异? 这些问题颇为重要,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各种集部文献的

中古写本,并参考时代较早的宋刻本,在总目录、卷端目录、内文篇题等

可能出现“一首”标注的地方追溯其体例之原貌及变动历程。 以下试加

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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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大阪市立美術館编:《唐鈔本》,同朋舎,1981 年,第 129 页。
萧统辑,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卷五四,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年,第 157 页。
《西都赋》题下胡克家《文选考异》曰:“案:赋下当有‘一首’二字。 《东都赋》下有,
袁本、茶陵本无。 盖五臣每题俱无也。 又上《两都赋序》下,以《三都赋序》例之,亦
当有。 又《东京赋》《南都赋》《吴都赋》下同。”(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一,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23 页)
黄侃于卷九《射雉赋》标题处批注云:“尤例下应有‘一首’二字。”(黄侃、黄焯校订:
《黄侃黄焯批校昭明文选》卷九,崇文书局,2021 年,第 554 页)类似批注尚有若干

例,不赘举。
斯波六郎针对“三都赋序一首”指出:“今案此序冠赋首,非独立为篇。 ‘一首’二

字,不应有。”([日]斯波六郎编,李庆译:《文选索引》第 3 册附录《旧钞本文选集注

卷第八校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23 页)



一、作为中古文集体例的“一首”标注

中古文集中,“一首” 标注可能出现的位置不外乎:(1) 内文篇题之

下;(2)目录条目之下。 本节将主要依据写卷(并参照宋刻),依次介绍中

古文集中内文篇题与目录条目之下“一首”标注的情况。
(一)内文篇题

首先仍然来看上文提到的《文选》。 《敦煌吐鲁番本〈文选〉辑校》是

目前为止对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写本最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将其通览一

过,可发现诗文题目之下注明首数是被严格遵守的编集体例,即使仅有一

首者也毫不例外①。 除敦煌吐鲁番本以外,《文选》还有大量的日藏古写

本存世,如天理图书馆藏五臣注写本②以及《文选集注》③等,检查这些本

子中“一首”标注的情况,同样可以发现篇题之下皆一一注明,未见失例。
宋刻本《文选》中,420 个当标“一首”的标题在尤袤刻李善注本中有 345
个予以保留,明州刻六家注本中保留的“一首”则多达 377 个④。 可见即

使到刻本阶段,仍有一些版本保留了全书中大部分的“一首”标注。 由此

可以推断,《文选》原本在最初编纂之时一定已经严格遵守标注首数的体

例,而在写本时代《文选》的流传过程中,无论是添入注文、析分卷次等编

辑活动还是一般的抄写复制,这一体例都得到了相当稳定的维护。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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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谢灵运乐府《会吟行》、鲍明远乐府《东武吟》等题下无首数标注,但这是因为依《文

选》体例将同一人所作的诸首乐府合并为“乐府若干首”的大标题标明首数,如谢

灵运的“乐府一首”、鲍明远的“乐府八首”等(金少华:《敦煌吐鲁番本〈文选〉 辑

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71—72 页)。 参之明州本等“一首”标注保存相

对完整的后世刻本,其例自明。
[日]入矢義高等编:《文選　 趙志集 　 白氏文集》,《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

部》第二卷,八木書店,1980 年,第 103—180 页。
佚名编选:《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明州本依据萧统选编,吕延济等注:《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六臣注文选》,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8 年。 按,当标“一首”的标题数目来自明州本总目,其中共有 424
个标题标注有“一首”(尤袤本总目另误标《河阳县作》二首为“一首”,脱《劝进今

上笺》的“一首”标注),但卷二九张景阳《杂诗》实有十首而两个版本总目皆误标为

“一首”,总目卷五十《汉书述高纪》 “一首”、《述成纪》 “一首”、《述韩彭英卢吴传

赞》“一首”,两个版本正文皆合标为“史述赞三首”,减去这四篇,知内文中共有 420
题当标“一首”。



刻本时代,才略微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其次考察《文馆词林》。 该书现存主体为日本弘仁年间(810—824)

宫廷抄本,后世摹写摹刻本皆从弘仁本出,其时上距显庆三年(658)该书

编成仅百余年,且抄写认真、规格较高,应该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原本的面

貌。 据《影弘仁本文馆词林》,绝大部分篇题之下皆注有首数,仅有卷一

五八沈约的两首作品不然:
赠沈录事江水曹二大使东阳郡时　 梁沈约

赠刘南郡季连东阳郡时　 梁沈约①

今存四百多篇诗文中,仅这两处篇题之下有小字注文(常见的“并序”除

外),也仅有这两处未标“一首”,由此推测,“一首”的脱落当缘于“东阳

郡时”小注的干扰,唯不知是原本如此还是弘仁本抄写时偶脱。 除此两

处以外未见失例,可见《文馆词林》应当与《文选》一样,是一部标注“一

首”体例执行得相当严格的总集。
复次考察《珠英集》的情况。 该集为唐代崔融所编,亦称《珠英学士

集》,乃“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②而成,宋以后失

传,今仅见敦煌 P. 3771、 S. 2717 两份写本③,已有学者做了详尽的整

理④。 P. 3771、S. 2717 两份写本分别录诗 28、37 首(其中 P. 3771 统计时

含重出诗),绝大部分篇题下的“一首”标注均予以保留,两件分别仅有一

处录有诗题而未标“一首”字样⑤,当系抄手失误偶脱。 值得注意的是,敦
煌所出的两件《珠英集》抄写都极为随意,各类文字讹夺层出不穷,应当

都属于当地中下层文人自用的私人写本。 在这样的条件下仍然保留了绝

大多数的“一首”标注,那么可以推断《珠英集》原书的编纂应当如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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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古典研究会,1969 年,第 67、68 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六十,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623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8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3—5 页。 方广锠、[英]吴芳思主编:《英国国家图书

馆藏敦煌遗书》第 48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23—328 页。
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47—
90 页。
两处脱漏分别系 S. 2717 的《秋晴过李三山池》 及 P. 3771 的《秋夜弹碁鼓琴哥》。
《珠英集》敦煌写卷中频繁出现标题整体脱漏、后诗紧连前诗抄写的情况,偶脱“一

首”标注不足为奇。



选》《文馆词林》一样,是严守“一首”标注体例的①。 这一体例影响甚至

及于域外,如日本平安时代敕撰汉诗集《文华秀丽集》 (日本内阁文库藏

庆长写本,索书号:32086)、《经国集》 (日本内阁文库藏庆长写本,索书

号:32087)现存早期写本内文篇题下亦皆有“一首”注记,当即其时编集

者模仿唐代总集编纂体例的结果。
除上述总集之外,“一首”标注在别集中亦可窥见一二。 唐代许浑曾

自编诗集并自书诗卷,其真迹宋时尚见,岳珂录其全文于《宝真斋法书

赞》卷六②。 今虽仅可依靠四库本来探寻这一经历过复杂辗转传抄的文

本,但卷中诗题无论内含一首或多首诗歌,皆标明数量,“一首”标注累累

具在,当即许浑自书诗卷原貌如此。 又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中绝大部

分单首诗歌的篇题亦标“一首”③,甚至晚到明代,嘉靖四年(1525)黄省

曾刻《嵇中散集》④中仍然保留了绝大部分篇题下的“一首”标记,应当同

样都是这一体例的孑遗,也可以视为嵇、陶旧集流传有绪的重要佐证。
(二)目录

“一首”标注除了出现于上述内文篇题之下,还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文

集的目录中。 《隋书·经籍志》著录中古文集多附有“录一卷”,其中包含

该集全书的总目,学界对此已有较深入的探讨⑤,但迄今为止尚无集部文

献古写本“录一卷”实物的发现。 不过,除总目之外,卷轴时代的书籍往

往还在各卷卷首列有本卷所载内容的简目,对集部文献而言即为本卷诗

文篇目。 由于其位于卷轴外侧,容易磨损脱落,敦煌所出集部文献的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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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或疑敦煌本《珠英集》中的“一首”标注可能是当地中下层抄者出于某种个人需求

自行添加,而非来自原书。 然而,两件《珠英集》的诗题结构一般均作“诗题+首数+

言数”,如“帝京篇一首五言”,非常整齐,其中言数标注原写本的字号明显小于诗题

和正文,其所据底本当即为小字。 类似的诗题结构在 P. 2554《文选》写本、日藏《文

选集注》等写本中屡见不鲜,当即中古较为通行的编集体例。 由此可以说明位于诗

题与言数标注之间的首数标注更可能来自原书,而非抄手的个人改动。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13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617—637 页。
陶潜:《陶渊明集》,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

出版社,2003 年。
嵇康:《嵇中散集》,刘跃进主编:《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第 48 册,影印明嘉靖四

年黄省曾南星精舍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年,第 1—182 页。
李成晴:《中古时期文集“录一卷”文本体例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4 期,
第 105—124 页。



中难觅卷端目录的踪影,但日藏古写卷中尚有相当多的卷端目录留存。
核查发现,卷端目录中对篇题之下标注“一首”这一体例的遵守往往比内

文篇题更为严格,如《文选集注》写本各卷卷端目录中的“一首”标注无失

例;《文馆词林》也十分谨饬①,上文所述内文篇题脱漏“一首”的两篇沈

约作品,在其本卷卷端目录中分别录作:
梁沈约赠沈录事江水曹二大使一首

　 　 　 赠刘南郡季连一首②

二题皆有“一首”标注,与目录中的前后诸题保持了高度一致。
《文馆词林》中的这一例子或许事出偶然,但通检大量材料很容易发

现,中古文集中目录严格保留“一首”标注而内文篇题未标的情况,实际上

大量存在于古写本集部文献,以及那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写本面貌的宋刻

本当中。 写本可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王勃集》卷二九为例:其目录作《祭
石堤山神文一首》《祭白鹿山神文一首》《为霍王祭徐王文一首》等,“一首”
标记完整保留;而内文篇题仅剩下《张公行状一首》一处,其余“一首”标记

尽数脱落③。 将目光由唐写转移到宋刻,像《文选》这样内文篇题已有标注

的文集自不必说,尤袤本、明州本等多个版本的总目、卷目皆有大量的“一
首”标记。 而即使是那些内文篇题未标“一首”的文集,也往往可以发现其

目录十分严格地逐篇标注,以二王本《杜工部集》卷十为例,列表 1 如下:
表 1　 《杜工部集》卷十卷端目录、内文篇题对照表

卷端目录 内文篇题

喜达行在所三首

得家书一首

奉赠严八阁老一首

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一首

……

喜达行在所三首

得家书

奉赠严八阁老

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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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卷六六五的目录中,南齐武帝《藉田恩诏》一条漏标“一首”(《影弘仁本文馆词林》,
第 267 页),原因暂时难以悬测。 但是,今存诸残卷的卷端目录共有数百条目,通检

过后仅发现此一处漏标,守例不可谓不严格。
《影弘仁本文馆词林》,第 58 页。
[日]道坂昭广:《日藏王勃集汇校汇考》,凤凰出版社,2025 年,图版第 70—81、
100—101 页。
杜甫:《杜工部集》卷十,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

出版社,2004 年,叶一至二十九。



表 1 显示,《杜工部集》卷端目录完整标注各个篇题的首数,而内文篇题

中则仅在二首及以上的情况下予以保留。 中古文集的宋刻本中《杜工部

集》绝非孤例,据笔者不完全考察,存在类似情况的至少还有宋嘉定宣州

郡斋刊本《谢宣城诗集》、宋淳熙元年锦熙张监税宅刻《昌黎先生集》、宋
刻本《孟东野诗集》等大量宋刻集部文献,不胜枚举。 它们的基本特征与

《杜工部集》完全相同,即内文篇题下消失的“一首”标注,却在目录(卷端

或总目)中历历可见。 这也导致从整体来看,“一首”标注在目录中远较

在内文篇题之下出现得更为频繁。
需要说明的是,敦煌所出的唐诗丛抄以及日本留存的古写本中,大量

诗文的篇题之下均未标“一首”,因此毋庸讳言,“一首”标注并非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通则。 至于六朝、唐人文集的宋刻本中,内文篇题或目录中全

无“一首”标注才是更为常见的情况,这些未必皆是在传抄传刻的过程中

脱落,至少有一部分应当是最初编集时即未标注。 但是,上文所举众多例

子可以证明“一首”标注绝非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广泛存在于多种不

同类型的集部文献、在中古时期的编集实践中长期持续的一种重要体例。
这一标注可能出现的位置包括内文篇题与文集目录,但更常见于后者,从
现有的材料来看,“一首”标注倘若出现在内文篇题,则往往同时见于文

集目录,反之则不成立。 这或许向我们暗示,与内文篇题相比,“一首”标

注在目录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功能①。 由此,为了探究“一首”标注形成

的原因,笔者尝试将目光转向文集目录的考察。

二、“一首”标注与中古文集的编纂、计数

宋刻二王本《杜工部集》各卷卷端目录之前,均列有该卷所收文体及

首数:
古诗五十首(卷一) 　 　 古诗四十三首(卷二)

03

①杨森提出“一首”标注的功能在于适应单篇流传的文本流通环境(《化零为整:写刻

转型与唐宋别集形制演变》,《浙江学刊》 2025 年第 1 期,第 189—197 页),笔者认

为只有内文篇题而非目录条目之下的“一首”标注才有可能与适应单篇流传有关,
但《杜工部集》等众多文集情况则恰恰相反,“一首”标注见于目录却不见于内文篇

题;更为重要的是,敦煌卷子中的零散丛抄多不标“一首”,只有抄录《文选》 《珠英

集》等已经编纂成集的文献的卷子才有“一首”标注。 以上现象都说明“一首”标注

应当是在作为整体的文集而非自由零散的单篇流通中发挥功用。



……
近体八十五首(卷九) 　 　 近体诗一百二十二首(卷十)

……
表赋记说赞述十四首(卷十九) 　 　 策问文状表碑志十四首(卷二

十)①

王洙在该书卷首的《杜工部集记》 (以下简称“《集记》”)中,对其编纂杜

集的过程表述如下:
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

六。 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
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②

《集记》中古诗、近体、杂著的区分显然与各卷卷首的分类相应。 将各卷

卷首所标数目相加,得古诗 409 首、近体 1001 首、赋、笔、杂著 28 首,尽管

与《集记》相比存在误差,但由于今本《杜工部集》系由多个版本配补而

成③,其间参差在所难免,且古人的统计数字存在误差本为常事④,考虑

到这些因素,《集记》中的数字已经与各卷卷端所记相当接近,最初应当

是由各卷卷端加总得到,而“千四百有五篇”之数又是“古诗三百九十有

九,近体千有六”直接相加所得。
王洙编《杜工部集》的时代固已入北宋,但实际上,文集的编纂者对

所收诗文数量进行统计加总是中古时代极为普遍的做法。 如李汉为韩愈

所撰文集序称:
门人陇西李汉辱知最厚且亲,遂收拾遗文,无所失坠。 得赋四,

古诗二百五,联句九,律诗一百七十三,杂著六十四,书、启、序八十

六,哀辞、祭文三十八,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四十七,总

13

①

②

③

④

杜甫:《杜工部集》。 引文见所引各卷叶一。
杜甫:《杜工部集》卷首,叶二。
该本的配补情况详参顾廷龙:《影印宋本杜工部集跋代张元济》,《顾廷龙全集·文集

卷》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 年,第 749—751 页。
古书中统计数字容易讹误,类似情况在书目中尤为常见,宋怀仁已经揭出并做了

初步分析(《正史艺文志数字多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 年第 2 期,第 44—
47 页),一集之内的数字之误性质类似,可相互发明。 谢思炜《 杜甫集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对《 杜工部集》 的实际收录作品数有重新统计,可
参看。



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①

今传韩愈集的北监本、南监本、方朱本三大版本系统②文体排列大抵与此

相符,数量虽各自有所调整但没有大幅改动,可以说这些版本的分体与计

数仍然是建立在李汉的基础之上。 今存韩集中,蜀本卷二、五、六、七、九、
十诸卷端尚有本卷首数的注记③,而祝充《音注韩文公文集》以及朱本系

统的众多版本则仅卷九、卷十分别留存有“律诗八十五首” “律诗七十九

首”④的注记而他卷皆无,这些数量注记应当有共同的文本来源。 依《杜

工部集》体例推之,李汉所编原集各卷目录之首当均有本卷诗文数量的

记录,只是在辗转传抄传刻的过程中多有脱落而已。
又如白居易集,日本那波道圆本《白氏长庆集》一般被认为较之宋绍

兴间所刻的吴本保留了较多白居易原编前、后、续集的编次信息⑤,不仅

如此,该本还非常细致地记录了各卷、各帙以至全集所载的诗文数量,例
如在各卷卷首均有如下统计:

讽谕一　 古调诗五言　 凡六十五首(卷一)

讽谕二　 古调诗五言　 凡五十八首(卷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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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汉:《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姚铉辑:《文粹》卷九二,影印国家图书

馆藏宋绍兴九年(1139) 临安府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叶十八。
韩愈集版本情况,详参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韩愈:《昌黎先生文集》,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

出版社,2006 年。 刘真伦指出,蜀本卷五至七系清初抄配,并判断其“确属影宋

抄”,且抄配底本“应该是受到朱本影响的一个刻本”;此三卷卷首注记的作品首

数,刘氏分析称“与该卷实存的作品数并不相合”而“恰好与朱本相合”,同时认为

抄配所据的宋本“卷首记本卷作品篇数”是值得注意的重要特征(《韩愈集宋元传

本研究》,第 138—140 页)。 据此推断至少卷五至七的数量注记在某个宋本中确曾

存在,当无大谬。
韩愈撰,祝充音注:《音注韩文公文集》,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中华再造善

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年。 引文见所引各卷叶一。
金开诚、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叙录》,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60—365 页。 谢思炜:
《〈白氏文集〉的传布及“淆乱”问题辨析》,《白居易集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7 年,第 3—31 页。



半格诗　 律诗附　 凡九十五首(卷六九)

碑记铭吟偈　 凡九首(卷七十)①

而全书之首所录的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则称“因得尽征其文,手自排

缵,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且在其后列出了各帙所包含诗文

总数,以及全集的诗文总数:
白氏长庆集　 五帙都五十卷

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

第一帙诗七卷总三百三十首

第二帙七卷总四百七十二首

……
第十帙七卷共五百七十八首

已上十册共七十卷总三千五百九十四首②

尽管这一目录中的问题不少,数据也多有误差,但可以想见,之所以各

卷、各帙的诗文数量会被一一记录下来,应当是编者在编集时以卷为单

位进行统计,而在由卷而帙、由帙而集的编辑流程中,各帙所收诗文的

数量可以直接将各卷的数据加总,全集的数量又可直接将各帙的数据

加总得到。 显然,这一计数系统的成立是与文集的编纂过程本身相始

终的。
别集如此,总集亦然,最典型者即为宋刻《才调集》,韦縠《才调集叙》

曰:“总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为十,目曰《才调集》。”数量划分极为

整齐;而在《才调集目录》中,每位作者名下标注所收数量,如“白居易十

九首　 薛能七首”③等,各自相加,基本都能与序言所称每卷百首的数量

相合④,可见这些数量标注同样与全集的计数存在紧密的关联。 宋刻本

《河岳英灵集》亦与此如出一辙,序云“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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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白居易:《白氏文集》,影印日本翻宋大字本,《四部丛刊初编》第 123—125 册。 引文

见所引各卷叶一。
白居易:《白氏文集》卷首,叶二至八。
韦縠辑:《才调集》,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宋临安府陈宅经籍铺刻本,《中华再造善

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年,卷首叶一、目录叶一。
其中部分卷次依宋刻本所记数字相加略有误差,当系手民之误。 傅璇琮据别本校

订后的目录则每卷数字相加恰为百首(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

(增订本)》,第 920—925 页)。



录中则列有“常建十五首　 李白十三首”等数量标注①,显然同样存在呼

应。 分体分类的总集中,也有像《唐文粹》 这样每卷标明本卷首数的例

子,其余存在计数系统的总集尚多,不再一一赘举。 只不过别集的计数层

级一般为体式或卷次,较为单纯,而总集的情况则更为多元,根据其编纂

体例的不同还可能存在作者、类目等多种不同的计数层级。
上述现象绝不仅见于杜、韩、白等名公大集,浏览唐人所撰的集序、乃

至受唐人影响的日本平安时期文集序,对收录作品加以分类统计的现象

所在多有:
崔祐甫《齐昭公崔府君集序》:伏览碑颂志论、章表赞序凡五十

余首,诗几三百篇。②

梁肃《丞相邺侯李泌文集序》:有文集二十卷……凡诗三百篇,
志、表、记、赞、序、议、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独著其目云。③

刘禹锡《唐故相国李公集纪》:词赋诏诰、封章启事,歌诗赠饯、
金石扬功,凡四百余篇,勒成二十卷。④

白居易《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著格诗一百八十五,律诗五百

九,赋述铭记书碣赞序七十五,总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⑤

滋野贞主《经国集序》:作者百七十八人,赋十七首,诗九百十七

首,序五十一首,对策卅八首,分为两帙,编成廿卷,名曰《经国集》。⑥

所序诸集今多不传,存者亦不见如《杜工部集》一般完备的分卷计数体

系,然而其中计数与编纂之间的关联可由上述杜、白等集类推而知。 与此

相对,一些今存实物的宋刻唐集虽无序文明确记述“得若干篇”的编纂过

程,但各卷的目录或卷端却存在着诗文数量的记录,同样可以视作编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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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殷璠辑:《河岳英灵集》,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

出版社,2002 年,卷首叶一、目录叶一。 按,将目录所列各作者收诗数字相加,实得

230 首,与序文所记 234 首存在一定误差,傅璇琮倾向于认为传本有所脱佚(傅璇

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第 152—153 页)。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〇二,中华书局,1966 年,第 3621 页。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〇三,第 3624 页。
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480
页。 标点略有调整。
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三一,中华书局,2011 年,第 1823 页。
《经国集》卷首,日本内阁文库藏庆长写本,叶三。



程中的进行数量统计留下的痕迹,举例列表 2 如下:
表 2　 宋刻唐集卷端计数举例

宋刻本《李太白文集》 宋书棚本《李丞相诗集》 宋刻本《姚少监诗集》

歌诗五十九首(卷二)

歌诗三十一首(卷三)

歌诗四十首(卷四)①

诗四十四首(卷上)　

诗四十一首(卷下)②

送别上五十二首(卷一)

送别下五十首(卷二)

寄赠上五十首(卷三)

寄赠下五十首(卷四)

闲适五十首(卷五)③

　 　 倘若考虑各卷所收的诗文数目从何而来、其下是否存在更小的计数

层级,自然就会抵达这一系统底端———也就是各篇诗文的题目。 在中古

集部文献的目录体系中,诗文题下的“一首”正是这一计数系统最基础的

组成。 《文苑英华》(以下简称“《英华》”)的目录十分清晰地体现出这一

点,《英华》每卷开头都有本卷简目,诗歌部分因一卷容纳的作品数量较

多,往往会归并为若干门类统一计数,如“处士四十五首 　 山人二十一

首”;或按作者归并计数,如“刘禹锡十七首　 白居易二十三首”,这显然

与本节上文所举诸多总集、别集的计数形式极为接近。 但另一些卷次,主
要是表、启等单篇篇幅较长、一卷之内容纳数量不多的文体,《英华》每卷

开头通常细致列出每篇标题并逐篇标注“一首”,偶尔也将题目相同或相

近的诸篇合并为“某某四首” “某某八首”④等,则几乎与上节所举《杜工

部集》卷端目录无论一首还是多首都逐篇标注的形式完全相同。 同书不

同卷次的目录出现这种繁简不同的处理方式,可以有力地证明“一首”与

更多首的标注没有本质区别,都从属于整个文集计数体系,仅仅是数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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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白:《李太白文集》,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

版社,2003 年。 引文见各卷叶一。
李建勋:《李丞相诗集》,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中华再造

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 引文见各卷叶一。
姚合:《姚少监诗集》,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

版社,2003 年。 引文见各卷叶一。
李昉等辑:《文苑英华》卷二三一、二五八、六二二、六三一,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嘉

泰元年至四年( 1201—1204) 周必大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各卷叶一。 其中卷六三一目录所列“为人端午谢赐物等状四首” “腊日谢

赐物状八首”并非同题之作,而是因主题相似在目录中被归并计数,是介于繁简之

间的一种处理方式。



大小整散不同而已。
宋乾道七年平江府学刻递修本《韦苏州集》同样反映了目录中的“一

首”标注从属于计数系统的性质,卷一目录前半段如下:
古赋一首

　 　 冰赋

杂拟二十一首

　 　 拟古诗十二首

　 　 杂体五首

　 　 与友生野饮效陶体一首

　 　 效何水部二首

　 　 效陶彭泽一首

燕集二十一首

　 　 大梁亭会李四栖梧作一首

　 　 燕李录事一首

　 　 淮上喜会梁川故人一首

　 　 ……①

其中“杂拟”部分“效陶彭泽一首”之“一首”,其性质正如与其并列的拟

古诗“十二首”、效何水部“二首”一样,除了提示这一诗题之下统领诗篇

的数目,更重要的是它们作为这一计数系统的底端,要保证各个数字相加

恰好可得“二十一首”,这些数字揭示了上一级“杂拟二十一首”中所包含

的具体组成成分。 依此类推,后面的“燕集二十一首”之后紧随众多标注

“一首”的条目,以及《韦苏州集》卷二以下每卷卷首揭出“某类若干首”
再将各个篇题逐次列出并标注“一首”,都是同样的道理,各个“一首”逐

次相加,便可得到这一门类的篇目总数。
进一步联系上节提到的《杜工部集》《谢宣城集》等的目录,其中先列

“近体若干首”或“诗若干首”再将“某某一首”等逐条列出,其实与《韦苏

州集》卷二以下各卷的结构完全一致,是宋刻诗文集中极为常见的目录

形式。 由此可知,在文集目录中不厌其烦标出的“一首”本质上仍然是文

集计数系统的一部分,是为了相加得到本卷或本门类的总数,并最终统计

出整部集子所收的诗文数量。 只是由于最为常见的“一首”在数量上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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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韦应物:《韦苏州集》卷一,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乾道七年(1171)平江府学刻递修

本,《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年,叶二。



细小琐碎,在脱离了中古集部文献编纂实践的语境后显得过于繁复而已。
如果说《韦苏州集》 正集目录的情况尚为形式上的静态对比,那么

《韦苏州集·拾遗》目录与宋蜀刻本《许用晦文集》卷末所附的一篇《总

录》则更加直接地反映出“一首”注记与文集编纂和计数之间的动态关

联。 《韦苏州集》“拾遗”部分目录如下:
熙宁丙辰校本添四首

　 　 答畅参军一首

　 　 南池宴钱子辛赋得科斗一首

　 　 咏徐正字画青蝇一首

　 　 虞获子鹿一首并序

绍兴壬子校本添三首

　 　 陪王郎中寻孔征君一首

　 　 送宫人入道一首

　 　 和晋陵丞早春游望一首

乾道辛卯校本添一首

　 　 九日①

《许用晦文集》所附之《总录》约举如下:
括苍叶氏本增多十七篇:
　 　 闻薛先辈陪大夫看早梅因寄一篇……南陵留别段氏兄弟一

篇、送荔蒲蒋明府赴任一篇,皆五言也。
右许郢州诗。 按:浑自叙本三卷,凡五百篇。 今世传只两卷,上

卷七言一百八十篇,下卷五言一百九十六篇。 求访二十年,得白沙沈

氏本,增多三十七篇:
　 　 吴门送振武李从事七言一篇、送薛秀才南游七言一篇……

赠僧五言一篇。
得京口沈氏本,增多五篇:
　 　 经李给事旧居七言一篇、送张厚淛东修谒七言一篇……闻

歌一篇,皆五言绝句也。
……
总四百五十四篇……政和辛卯吴门升平地弟水轩方回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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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韦应物:《韦苏州集·拾遗》,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乾道七年(1171)平江府学刻递

修本,叶一。



　 　 感讽二十四首　 　 慨叹三十三首　 　 游览四十四首

　 　 闲适一十一首　 　 燕集十六首　 　 　 羁旅四十四首

　 　 怀寄六十首　 　 　 纪赠五十三首　 　 酬和二十六首

　 　 送别八十七首　 　 寓情十六首　 　 　 交伤二十一首

　 　 杂赋十八首　 　 　 已上四百五十四篇①

此“方回”即贺铸②,《总录》即贺铸重新编纂许浑文集的记录。 以上两例

详细记载了所得诸本及其中可以增补旧本的篇章数量,并将其篇目一一

录出、题下均缀以“一首” (或“一篇”)字样。 作为文集的增补与编纂过

程中的动态记录,这些繁复的“一首”标注同样是出于统计加总的需要。
尽管两份文献的性质不能完全等同于正集的目录,但二者显然可以互相

发明,因为中古文集的编纂很多时候同贺铸一样,存在搜集诸本、去其重

复、不断增补等编纂流程,相似的“一首” 标注正是相似的编纂流程的

产物③。
至此,我们可以确认,中古文集目录中之所以会不厌其烦地添加“一

首”标注,是为了满足统计全集作品数量的需要。 “一首”标注构成了整

部文集的计数系统最基础的细胞,而这一计数系统的成立则与文集编纂

时动态的统计行为息息相关。 像后世文集那样不标“一首”固然理论上

仍然可以操作,但标注“一首”一方面可以将不同的条目清晰地标识出来

不致混淆,另一方面将数字“一”明确写出也更方便直接读取数据,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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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许浑:《许用晦文集·总录》,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2003 年,叶一至三。
《〔洪武〕苏州府志》卷七载:“企鸿轩在升平桥,越人贺铸所居前志误云在醋坊桥,又有

水轩。 其亲题书籍云‘升平地’。”(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江苏历代

方志全书·苏州府部》第 3 册,凤凰出版社,2016 年,第 13 页)凡此皆与“吴门升平

地弟水轩方回”的题署若合符契,此人为贺铸无疑。
本节所举王洙《集记》、贺铸《总录》等皆为北宋人编纂唐集的记录,时代已经较晚,
或疑其未足代表中古文集编纂的一般情况。 笔者目前未在唐人自述编集经过的文

字中检得直接提及“一首”的例子,故仅能据宋人编唐集的记述推断。 但李汉编韩

愈集、元稹编白居易集与王洙编杜甫集时,都对集中篇什数目做了汇总统计,可知

类似的编纂和统计流程应当自唐代至北宋延续未绝,一些唐人对编集过程的描述

中同样会提及收聚散逸、访求众本、不断增补等工作,与贺铸的文献环境与工作流

程皆有相似之处。 结合“一首”标注在唐编唐集与宋编唐集中持续稳定出现的事

实,推断贺铸的标注行为正与中古时期的编集实践一脉相承,当无大谬。



还能与其他“二首”及以上的条目在形式上保持整齐。 在文集计数的需

求颇为普遍的中古时代,“一首”标注因此才得以长期存续。
在本节得出上述主要结论之后,有必要回头交代一下第一节首先讨

论的内文篇题之下的“一首”标注。 事实上,在探明计数体系与文集编纂

之间的密切关联之后,有理由推测内文篇题之下的“一首”标注正是这一

计数体系由目录向内文的延伸。 试比较《王勃集》与弘仁本《文馆词林》
两种确信未被宋以后人变乱体例的早期写本。 《王勃集》卷端目录皆标

“一首”而内文篇题多无此标注,与之相应,目录与内文篇题文字详略亦

多有不同(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王勃集》卷端目录、内文篇题异文对照表

卷次 卷端目录 内文篇题

二八
达奚员外墓志一首并序 唐故度支员外郎达奚公

贺拔氏墓志一首并序 唐故河东处士卫某夫人贺拔氏墓志并序

二九
为虔霍王诸官祭故长史一首 为虔州诸官祭故长史文

祭高祖文一首 过淮阴谒汉祖庙祭文奉命作①

二八、二九两卷中的内文篇题今仅存十处,而其中竟有四处与目录存在明

显差异,显然未经清整。 揆其编辑流程,大约是最初编制目录时对原先

的长题多有节略,随后出于计数等需求在目录中添加“一首” 等标注,
此后未再经过目录与篇题相互校对的程序,遂形成今日所见的面貌。

而《文馆词林》情况则恰好相反,目录与内文篇题皆标“一首”,且二

者的文本差异极小,即使一些篇题较为冗长者也仍然保持了一致的面貌,
绝无《王勃集》那样编纂目录时随意节略篇题的现象。 显然,《文馆词林》
的体例要严整得多。 其内文篇题下的“一首”标注,有可能是编集之初就

考虑到目录中的计数需求,在抄录时直接添加;也可能是在编纂过程中编

者曾将目录与篇题校对一过,为使二者保持一致而逐篇标注。 于是,本来

更多在目录中发挥作用的“一首”被添加到了内文篇题之下。 由此,这些

带有“一首”的篇题不仅向下承担了为诗文定名的功能,而且向上连接着

全书目录系统。 而《文馆词林》之所以如此体例严整,可能缘于其性质本

为官方或宫廷色彩较为浓重的文集,《文选》《珠英集》或许同样可以如此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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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道坂昭广:《日藏王勃集汇校汇考》,图版第 52、64、70、79、100 页。



三、宋刻本中“一首”标注的删落

“一首”标注是依靠特定的编纂流程驱动而形成的,而一旦这一外力

消失,对于传写传刻者而言连篇累牍的“一首”则会显得异常冗赘,随时

有可能被批量删落。 可以确定的是,晚至南宋,人们在刻书时已经对前代

书籍中留下的“一首”标注的功能不甚了了,其存灭去留往往受到一些非

常随机偶然的因素影响。 例如宋刻集部文献中“一首”的删落往往出现

如下几种共性:
(一)易受文体影响

典型代表如明州本《文选》,全书内文篇题脱落“一首”共 43 处,全部

集中在赋体当中,占比(当标“一首”的赋题有 55 条①)接近 80%,而诗歌

等其他文体中则绝无一见,显然于诗赋有所区别,文体很可能是影响“一

首”脱落与否的重要因素。 《英华》亦然,今存宋刻本残卷中,绝大部分卷

次的卷端目录皆有数量标记,唯有檄(卷六四五、六四六)、移文(卷六五

〇)二体应有的“一首”全数脱落。 类似的情况还见于宋刻递修本《陶渊

明集》的内文篇题,前四卷诗歌篇题下大多注明数量,“一首” 者亦不例

外,而自第五卷“赋辞”及以下诸卷杂文,则除在卷首总计文章数量之外,
不再于内文篇题下标注;再如庆元六年华亭县学刻本《陆士龙文集》的各

卷卷端目录(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08703),标明首数者仅有卷二至四

诗歌部分②;又如宋嘉定十三年(1220)洪汲宣州郡斋重刊本配补影宋抄

本《谢宣城诗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索书号:402. 391
 

09408)之总目

录,检其原刻叶,卷一“赋九首”之后所列诸赋题下均未标“一首”,而卷三

至五“诗四十三首”“诗四十六首”“诗四十首” “联句七首”等总数之后所

列诗歌篇名依然大多数标明首数,包括“一首”。
已经有学者指出,作为量词的“首”在表示文本单元时,在魏晋南北

朝可适用的文体范围极广、几乎无所不包,嗣后范围逐渐缩小,自宋代开

始则“主要仅仅用于诗词曲”③。 这恰恰与《文选》及唐人集中诸文体皆

04

①

②

③

《文选》实录赋作 54 首,但总目《三都赋序》下亦标“一首”,故内文中有 55 处当标。
卷十“书集”同题多首者亦有标注,但为小字而非大字,且与诗歌部分“一首”标注

体例不同。 恐非承自旧集的体例,疑为后人所添。
王彤伟:《量词“首”源流浅探》,《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八辑,巴蜀书社,2005 年,第
130—139 页。



可称“一首”,而上举宋刻本诗歌以外的其他文体中“一首”标注逐渐脱落

的发展趋势高度吻合。 宋代人的语感中“某赋一首” “某论一首”等表达

应当已经不甚自然,因而相比诗歌更容易遭到删削。
(二)缩略目录时一并删落

宋人刻前人集时,对于旧集之目录往往不甚忠实,会将长题加以缩

略,以节省版面空间。 韦应物集今存宋本多种①,今取乾道七年平江府学

刻递修本(以下简称“乾道本”)、宋余同甫刻本(以下简称“余本”)二者

相比较,其正文文本相对接近,但目录处理有较大差异。 现略举二本目录

(乾道本系各卷卷端目录,余本系全书总目录,以下不再区分)卷二开头

数条列表 4 如下,即可见其差异:
表 4　 《韦苏州集》乾道本、余本卷二目录对照表

乾道本目录 余本目录

城中卧疾知阎薛二子屡从邑令饮因以赠之一首 城中卧疾赠阎薛

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一首 寄深上人

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一首 寄三原卢少府

假中对雨呈县中寮友一首② 假中对雨③

二本卷三均有《三月三日寄诸弟兼怀崔都水》一诗,然二本之目录却均失

收此目,可见两种目录有共同的来源且皆未与内文篇题校对,表 4 所显示

的差异当为余本刊刻时改动所致。 乾道本一行仅列一条篇目(见封二

图 1),因此有充足的空间保留旧例,但余本一般一行要尽量保证列出两

条(见封二图 2)来节省空间、降低刻书成本,因此对题目中的信息做了大

刀阔斧的删削。 这一过程中,同题多首的“二首” 等标记仍大多数被保

留,如卷九“学仙二首”、卷十“调啸词二首” “三台词二首”等,但对于不

知何用的“一首”标注则集体刊落。 余本目录中尚有零星条目的“一首”
标注幸存,如卷一“燕李录事一首”、卷三“览褒子卧病题示一首”等,亦可

见其底本原有此等标注,因删削未尽才留有这些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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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本《韦苏州集》的版本情况,详参刘雅雅:《现存宋版〈韦苏州集〉版本考》,《四川

图书馆学报》2023 年第 4 期,第 87—94 页。
韦应物:《韦苏州集》卷二,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乾道七年(1171)平江府学刻递修

本,叶一。
韦应物:《韦苏州集·目录》,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2004 年,叶二。



(三)同书中不同卷次情况不同

宋刻集部书籍中,有时会出现以卷为单位“一首”标注整体脱落或保

留的情况。 如静嘉堂文库藏南安军学刻《昌黎先生集》 (索书号:5 函 17
架 204 号),今仅存十卷且多有抄配,前八卷的原刻叶例标“一首”,而卷

九、卷十则无。 又如尤袤刻本《文选》,卷端目录、内文篇题皆以保留“一

首”为常例,而卷目之卷七、八、十三、十四、十六、三七、三八、四三①,内文

篇题之卷十一至十五、十八、三七、三八、四三,其“一首”标注整卷全部脱

落。 再如赣州本《文选》,其大部分卷次无论卷目还是内文篇题皆无“一

首”标注,仅标“二首”及以上者,而四三、四六、五二、五五、五六、五八、五
九、六十等若干卷次的“一首”标注又保留得较为完整。 其中卷五二末尾

保存了“州学斋长吴拯校对　 乡贡进士刘格非校勘　 左从政郎充赣州学

教授张之纲覆校”字样的识记②,而此三人也曾负责过其他多个“一首”
不存的卷次,可见“一首”标注在不同卷次间的参差当非校勘者的意图,
恐怕也不会另有什么深意,而是更可能由最直接形塑今日所见文本面貌

的群体———具体负责此卷的写样工擅自调整所致。
在此可以附带提及宋刻旧集中抄配叶的情况。 据笔者不完全调查,

抄配无论出于何代,有意无意删略“一首”而仅保留“二首”以上标注的情

况是始终延续的。 如南安军学刻《昌黎先生集》残十卷,其中卷三至五为

抄配、他卷亦多有抄配页,凡抄配者篇题下皆无“一首”标注。 其卷八原

刊叶诸篇皆有,唯中间两抄配叶所载《征蜀联句》 《同宿联句》 《莎栅联

句》《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四题无,即为最鲜明的对比。 又如《杜工部

集》卷九系汲古阁毛氏抄配,卷端目录共占四叶,前二叶“一首”均脱、后
二叶均保留,此亦当与不同抄手个人的工作态度有关。

(四)特例:小注干扰导致的删落或保留

第一节所举《文馆词林》写卷中沈约二诗的例子已经表明,中古时已

有“一首”标注偶然脱落的现象,且很可能系题下小注干扰所致。 不过,
在宋刻本中常见的另一种情况是因小注干扰,本应被删削的“一首”标注

反倒得以保留。 如杜牧《樊川文集》明翻宋本删削“一首”标注,但卷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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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卷十三、三七之目录以一行容纳二题,此二卷“一首”标注的脱落或与此有关。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编委会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

汉籍选刊》第 159 册,第 615 页。



“感怀诗一首时沧州用兵”之题①,景苏园影宋本同,可证宋代版本已经如

此,是为小注干扰而保留。
稍复杂一些的则是祝充《音注韩文公文集》,此书可代表宋代南监本

系统韩集,其目录与内文篇题一般仅标“二首”以及上者,但卷一却存在

下列含有“一首”的篇题:
重云一首李观集赠之　 江汉一首答孟郊 　 长安交游者一首赠

孟郊②

同样删落“一首”的蜀刻本《昌黎先生集》内文篇题中亦有若干类似现象。
学界已经指出,当诗歌题下存在“厶厶首”的标注时,注文多以小字附于

“首”字之后,因此“首” 字后的文本可“例校” 为小字注③。 以上诸篇

“首”字后的部分皆包含受赠者名讳,依例亦不应为诗题正文④。 据此推

断,上述诸题“首”字后的部分在旧集中当为小字注,在其乱为大字、被宋

人误认为诗题的一部分后,遂裹挟着中间的“一首”标注一同留存在诗题

当中。 属于北监本系统、时代更早的潮州本目录中,以上诸题则恰无“一

首”后文字⑤,亦可佐证祝本上述文本面貌系误认“一首”为诗题的一部

分、删削未尽所致。
归纳以上诸例并非意在说明时人对“一首”的处理存在某种自觉的

意识,恰恰相反,这些现象充满偶然与随意,此外宋刻本中尚有很多零散

实例难以抽绎出任何共性。 这些都表明,“一首”标注已经丝毫不为当时

刻书者所重,其曾经发挥的功能也已经被完全遗忘。 唯其如此,“一首”
标注的存在才会如此轻易地受到琐细因素的影响。 那么为何在写刻转换

之际关于“一首”标注的认知会出现这种变化呢?
从集部文献本身而言,其编纂方式应当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

革。 第二节已经说明,中古文集中的“一首”标注是整个计数体系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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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影印明刊本,《四部丛刊初编》第 126 册,叶四。
韩愈撰,祝充音注:《音注韩文公文集·目录》,叶一。
李成晴:《元白集诗题的“应然”与“例校”》,《文献》2023 年第 4 期,第 128—157 页。
李成晴:《唐集体例笺证》,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 年,第 244 页。
陈尚君:《唐诗的原题、改题和拟题》,《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216—254 页。
《景印宋本昌黎先生集》卷一,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 年,叶一。 此书影像赖学友王

亭林赐示,谨致谢忱。



分,与文集编纂过程中的数目统计工作密切相关。 然而时至宋代,一方面

是集部文献的体量急剧膨胀,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人别集至多百

余卷,且仅有令狐楚、王起等寥寥几家,而宋集的情况,据巩本栋统计,
“原有集逾百卷的作家就有 44 人”①,且不乏二三百卷以上的巨帙,这势

必导致诗文数量的统计工作更为繁重。 另一方面,集部文献的内容也逐

渐出现了大异于中古的众多因素,如何诗海、胡中丽已经指出,宋以前别

集严分“文章”与“学术”,而宋代则有众多别集收入本属于经史子三部的

非辞章性著述,并提出刊版的流行与“文”“学”相融的文化风气是造成这

一转变的重要因素②。 显然,只有以单篇诗文为主的中古别集可以统计

首数,而阑入经说、日记、诗话等著述的宋人集则不适用。 浏览宋刻宋集

以及宋人集序,可以明显感到,各卷卷端“某体若干首”的标注以及集序

中对全集诗文数量的称引虽然仍时时有之,但频率已远不如唐集。 王洙

整理杜甫集、贺铸整理许浑集时,尚且能够一定程度上延续中古编集的习

惯,但宋人的编集实践中,整理前代唐人文集的频次一定远远少于编纂同

时代的宋人文集,因此在文集的编纂方式发生改变、计数体系逐渐淡化

时,作为编集体例的“一首”标注自然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迅速为世人

所遗忘。 这应当是考虑宋刻旧集“一首”标注被删削的一个重要背景。
除此之外,写本时代的书籍复制以抄写为主,且其中应当多有谙熟集

部体例的知识阶层亲自参与,甚至官方机构中也存在专门从事书籍抄写

复制的人员③,可以想见,他们所抄的本子倾向于严守底本的体例,后世

传抄传刻时也往往希望找到这样的精善写本作为底本。 考虑到这一点,
像《文选》那样析分卷次、添加注文等重大编辑活动都并未改变“一首”标

注的体例,在写本时代并非不可想象。 然而刻本时代则不同,早期官刻图

书或尚有知识阶层参与写样工作,与出版流程关系紧密④,但随着分工的

细化、商业出版的发展,书坊主、写样工乃至刻工等直接形塑文本面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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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本栋:《宋集传播考论》,中华书局,2009 年,第 4 页。
何诗海、胡中丽:《从别集编纂看“文” “学”关系的嬗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第 146—158 页。
如《唐六典·秘书省》载“楷书手八十人……掌抄写御书”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卷十,中华书局,1992 年,第 298 页)。
日本翻宋本《尔雅》卷尾有“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鹗书”题记一行,即源自五

代监本(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49—52
页),可见早期雕版印刷流程中写样等工作存在士大夫的参与。



人群与文人士大夫逐渐疏离,他们出于上文所述的节省版面空间等原因,
有充分的动力随意改动书籍中的副文本、羼乱体例。 换言之,文本复制的

直接操作者身份的下移应当是写刻转换之际体例淆乱的重要原因。 这一

因素影响的不仅是本文所论的“一首”标注问题,而是可能逸出集部之

外,涉及更广泛的各部书籍在写刻转换过程中的体例变动。 因非本文篇

幅所及,姑识于此,以供学界进一步讨论。

结语

“一首”标注是一个看起来相当琐碎微细的问题,前人罕有论及。 但

作为一种中古文集特有的体例,它不仅有助于我们鉴别中古文集的晚出

版本是否有较早的来源、判断零散残纸的文献性质①,更重要的是由此出

发,我们得以窥见中古文集编纂和计数的活态,并对写本时代的书籍特征

取得更深入、更立体的理解。 例如,写本时代的书籍较刻本时代不稳定得

多,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本文提到的“一首”标记却恰好相反,尤其是

在《文选》这一文献中,“一首”标记在写本时代极为稳定地存续,无一脱

落,反倒在进入刻本时代之后开始松动,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游移不定。 这

一细部问题虽然并不能构成对共识的挑战,但却有助于反思“稳定” 与

“不稳定”背后的原因:一方面,“一首”标注之所以稳定,是因为其在写本

时代发挥了一定的具体功用,且被参与文集编纂与抄写的人员广泛认可,
而普通的文本并没有这样的条件。 另一方面,今日所见写本实物绝大部

分出自敦煌,其中多为中下层地方文士自用的写本,讹脱满纸乃至随意增

补截略在所难免;但正经正史、名公大集等重要书籍应当更多依靠知识水

平较高的上层文士的传抄乃至宫廷藏书才得以完整流传到刻本时代化身

千百,佛经更有宗教的约束,敦煌那些丛抄杂写给我们造成的印象恐怕相

当程度上放大了写本传播的不稳定性特征。 总而言之,与其说写本文献

在本质上具有“不稳定”的性质,不如说它更易受“人”的因素影响,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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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者如第一节所举明代黄省曾刻《嵇中散集》,可据“一首” 标注判断其有旧本依

据;后者如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唐写本 SH130 号中抄录的梁武帝、梁简文帝诗歌,题
下皆标注“一首”并小字注明“五言”,依据本文的分析,这些诗应当是从编纂较为

整饬的总集或别集中录出的,而非随意杂抄。



能包括写本规格的高下、书籍抄写的制度①、人对书籍性质的理解乃至对

书中具体元素(如“一首”)的认知等,而如何从写本文献看到背后实际抄

写的“人”的因素,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关联,则是写本学可能进一

步开拓的方向。 除此以外,本文涉及的对书籍中的文本数量进行统计记

录的传统,以及对于书籍目录本体的研究,都是既往学者较少关注的话

题,也有待于未来的深入探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对“一首”标注多有忽略的不仅宋刻本,即使是

现代的古籍整理也往往对此不加措意,如通行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文选》以胡克家本为底本,却径自将全书中的“一首”删削靡遗而未加说

明②。 此处无意苛责前贤,实际上在以具体作品及其内容为中心的研究

视域中,这样的操作并不影响文集的阅读。 但在如今集部体例问题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集部之学”的探讨方兴未艾的背景下③,文集旧本中过

去被认为无关紧要的一些体例要素的价值却日渐彰显,本文即展示了围

绕体例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廓清集部内部的一些问题,还有可能牵连着其

他社会文化因素与书籍编纂之间的互动,对集部之外其他书籍的研究也

可能存在一定的启发。 在这一学术视野之下,本文提到的“一首”标注,
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文集目录、计数体系等要素都可能承载着极为丰富的

历史信息,因此在古籍整理中,即使旧目比较粗糙、计数多有误差,也不宜

简单抛弃,而是应该努力在现代出版规范与存真复原的追求之间寻找一

个合适的平衡点,这也是推进中古集部文献“深度整理” 的题中应有

之义。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与学友邹逸轩反复讨论,修改阶段又蒙匿名外审

专家赐示详尽精要的修改意见,至为感铭,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许开彦,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魏晋南

北朝文学、古典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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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绍卫:《抄经所的规矩:敦煌寺院抄经的制度设计及其运行实态》,《世界宗教研

究》2024 年第 9 期,第 2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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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参李成晴:《“集部之学”与中古别集体例研究的拓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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